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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周边安全与稳定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压力和新挑战以及一系列新问题，在全面深入探讨东亚安

全秩序演变态势基础上，科学准确把握事态发展全局及趋向，以制定相应的战略对策就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

必然选择。习近平主席在继承优秀传统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中国外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理念和新思维。

特别是多次在国际会议上提出：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当下全球化把人类社

会和各个国家捆绑为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彼此的冲突分歧。2017年1月习近

平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再次强调：“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

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进一步阐

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界传递对于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然而目前东亚地缘政治现实是，尚未建

立和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共同价值观和政治中心的制度规范。尤其是在域外大国的操纵下许多国家仍然被“弱

肉强食的绝对安全”和“假想敌臆想”的冷战思维所束缚，热衷于建立对抗对峙基础上的同盟政治和同盟

秩序，并不断推进东亚多边军事同盟一体化，给原本就已经紧张的东亚局势增添了新的复杂变量，造成了东

亚地区动荡和不稳定局势。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是在国与国之间，建立更为广泛的合作共赢新型伙伴关系，

与传统国际关系盛行推崇的丛林法则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中国为了与周边国家共生、共建、共享，提出“一

带一路”等一系列建设性的多边合作倡议，并且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这些新议题新思维和具体行动方

案，有助于我们从国家战略的宏观层次，审视把握命运共同体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深刻蕴涵，并提供一种超

1 《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0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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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传统大国崛起的新战略模式，探索践行一条和平崛起与互利共赢的新道路。

一、同盟政治是冷战后美国构建东亚秩序的基石

考察近代以来东亚地区发展进程就可发现这样一个历史演变脉络，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曾试图在

亚洲建立一个由华盛顿主导，以遏制包围中国为目标的军事同盟体系，结果是无果而终。70年代前苏联曾提

议建立一个由苏联主导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来束缚和制约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作用，最终也是无功而

返。冷战后东南亚国家联盟建立的东盟地区组织，竭力谋求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但是在东亚的发达国家日本，中等新兴工业化强国的韩国和正在崛起的中国影响下，东盟作为中小国家组成

的次区域组织，其在地区合作中的政治领导力和政策执行力都存在着局限性。并且机制彼此呈现重叠化与竞

争性的态势，难以顺应新的安全形势，无法有效管控与化解地区的各类安全风险，加剧了亚太地区的安全困

境。在中国周边国家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领土和领海争端，导致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是大国之间的矛盾摩擦

不断升级，国家主权的分歧冲突致使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和政治秩序面临重大的压力与挑战。因此，“构建

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国际秩序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在现实中，对抗性军事联盟、势力范围、

代理人、保护国等旧国际政治模式仍然拥有一定市场” 1 。战后至今东亚地区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或几个国家

为主体的强有力政治力量中心，以引导正确的地区合作发展和履行区域繁荣稳定的使命。

从地区政治秩序的格局看，冷战期间世界被划分为东西方两大阵营，美苏争霸构成了世界的基本政治秩

序格局。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区域安全完成了两个标志性的变革过程：一是从冷战时代全面过渡到后冷战

时代；二是从后冷战时代走向冷战后25年地区性因素发生重大变化而必然产生的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安全已

经成为东亚地区秩序演变与调整最敏感的温度计” 2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一直持续处于没有大战，但局

部冲突不断的“脆弱和平”状态之中。2010年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东亚地区政治安全格局的

转折点，至此，美国在中国的周边东北亚和东南亚频繁密集地举行联合军演。2016年美国前国防部长在“香

格里拉”国际对话会上，就以“美式逻辑”主张在亚太地区建立基于“规则的安全体系”。2016年7月美国前副

总统拜登访问澳大利亚公开表示，美澳应加强军事合作，建立“太平洋统一战线”，其最终目的是继续维护美

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国防部长与国务卿访问东北亚国家，积极承诺和打造美日

同盟与美韩同盟的紧密型关系，使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一直持续处于“战争边缘”和“剑拔弩张”的不稳定状

态中。美国特朗普新政府与奥巴马政府相比，可能不再继续推行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但是美国在东亚有

它的利益，既有它的地缘政治利益，又有它的经济利益和盟友伙伴利益。基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双边同盟基

础，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权，并且利用中国周边的海洋主权争端问题制造安全议题，有助于美国加强

在这一区域的军事部署，这是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和战略需求的。无论奥巴马还是特朗普新政府在这一问题

上是不会改变性质的，美国的对外战略在东亚地区集中体现为同盟战略。由此可见，美国的“再平衡”战略重

中之重集中体现在同盟战略上，保持在东亚的前沿军事存在；军事同盟合作关系；盟国和安全伙伴及友邦国

家为核心的地区多边主义，这三个层面构筑了美国的东亚安全秩序三大支柱，并导致东亚地区安全结构的新

变化新特征，使东亚同盟政治进入新的战略活跃期。美国为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重点从以下三个层面不

断固化同盟政治和扩大同盟战略。

第一，强化同盟政治的合作基础，扩大双边防务合作。“再平衡”战略标志着美国谋求对中国的战略牵制

和战略制衡的目的，并且利用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存在的海上领土争端问题，扩大美国在海岛和海礁主权争

议的战略干预和主导力量，借机增强其在中国周边海上的话语权和军事存在。为此，通过进一步扩大美国履

1 《充分认识当今世界格局新变化》，《人民日报》，2017年01月03日。

2  朱锋：《中国周边安全局势：我们正在面临什么样的变化》，载于《当代世界》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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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对盟友的责任和义务，提高对盟友的承诺范围和力度，支持和纵容美国的盟友和安全伙伴不断制造中国崛

起的周边安全困境。其一，随着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对抗升级，日本谋求实质性地增强日美同盟来推动其与美国

在东亚的军事参与与战略合作，提升日本在亚太区域的安全角色作用和政治影响力。密切美日同盟军事合作

关系，支持并放纵日本政府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对日本武力军事的束缚及限制，就成为奥巴马政府制衡中国

崛起以挑战美国权力的基本逻辑。2013年11月中国在东海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美国积极与日本配合承诺履

行同盟义务。2017年美国特朗普新政府也再次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美国新任国防部长詹姆

斯·马蒂斯2月访问日本之际再次确认有关防御承诺。其二，在韩国面临朝鲜核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多次明确

要履行同盟责任保护韩国义务。2013年发生“天安舰事件”后，美国在中国反对抵制条件下，最终还是把核动

力航空母舰驶入邻近中国的黄海与韩国携手进行联合军演。2013年2月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后，美国更加明

确的表示将为韩国提供核保护，并与2016年7月美国与韩国达成协议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进一步宣

示美国对东北亚地区的盟国防卫承诺不会动摇，并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防卫盟国。其三，美国进一步摆出捍

卫南海“航行自由权”的战略姿态。为对中国形成战略威慑和凸显强硬不妥协立场，美菲同盟在中国南海海域

频繁举行军事演习与联合巡航，造成南海地区的局势紧张升级。

第二，美国不断扩大联盟防区和持久性的联盟体系，巩固其在亚太同盟中的主导地位。美国主要是通过

适度放任或人为挑唆地区紧张局势，以增强盟友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度。依附与配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整体战

略部署，加强盟国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承诺盟友在亚太地区扮演安全角色，以实现与美国携手并进共同牵制

中国崛起之目的。这就构成了美国政府推行东亚战略的基本要素，并为特朗普新政府的东北亚战略重点的深

化竭力打造战略抓手。2015年以来朝鲜半岛紧张对抗乃至敌对情绪发酵蔓延，把半岛局势推向恶性循环境

地，朝核和萨德部署加速了半岛的裂变，导致了美韩双方宣布无限期推迟美军向韩国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

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纵容日本坚持强硬政策，放任中日关系紧张恶化并急转直下，以提升日本对美日同盟的安

全依赖程度，确保美国在美日同盟中领导地位的强化和巩固。在南海问题上利用海上争端由国际海洋法庭强

制仲裁案，试图把中菲关系引向对立对抗对峙局面。推波助澜南海争端紧张升级有助于美国进一步主导和强

化同盟关系。

第三，以美国为主导的东亚同盟体系不断呈现由双边走向多边的“阵营化”趋向。随着朝核与萨德部署以

及钓鱼岛和南海问题的事态升级恶化，美国的盟国也进一步深化与美国的安全依赖关系，借助美国的军事实

力和领导能力实现本国的战略利益目标。东亚地缘政治格局正逐步向“议题导向”为主题的同盟关系转换，由

此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东亚地区安全议题开始走向新的“阵营化”趋向，成为地区安全的黑洞和国际政治大

国博弈的前沿。2015年底日本韩国政府开始启动两国民族的政治和解议题，首先就慰安妇问题达成不可逆的

解决方案，在民众未取得和解的基础上两国政府率先实现了政治和解。政府间民族和解的突破为后来的日韩

深化军事合作埋下伏笔和奠定基础。在美国强力助推下，2016年11月日韩签署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就是

一个有力的佐证，并在政局陷入混乱之际加快进程绕过民意，一个月内迅速走完相关程序。这就标志着美日

同盟和美韩同盟的双边同盟，愈来愈绑定为整体走向紧密型的多边联盟的阵营化，由此遮蔽了双边同盟原有

的灵活性和弹性空间。美日韩三国的联合军事合作，也促使日韩在历史问题和外交关系上的恩怨纠葛所产生

的回旋余地逐渐消失。中韩关系的紧张，造成韩国摒弃了历届政府秉持的“大国平衡者”角色，卷入亚太大国

战略博弈关系中。提出这一观点的依据是，美韩联盟与美日同盟的假想敌目标指向是不同的，美韩联盟的关系

中从韩国角度说其战略防御主要是应对来自朝鲜的军事进攻和核威慑；而美日联盟的性质则是守成大国与新

兴大国权利转移与利益博弈的前沿阵地，集中体现了“联手制华”防范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韩国绑定在这

样一个美日韩同盟的战车上，自然也就身不由己地被裹挟其中了。为此，冷战后东北亚的战略平衡格局均被打

破，地区政治力量对比和配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地区秩序格局面临着重新调整和力量组合。同时，美国为

东亚盟国提供必要的军事技术合作等支持援助，一方面使盟国的军备武力建设升级换代，另一方面提高了同

盟国的军事作战能力和进攻防御能力。向盟友扩大军事武器的销售成为美国推动军事合作、巩固同盟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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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手段。这不仅符合美国对同盟国军事合作的要求，而且有利于推动美、日、韩、澳、印的“海洋民主国家

的联盟”。走出这一步具有实质性的战略意义，其意味着亚太同盟体系由战后的双边联盟走向了多边联盟，是

亚洲版的“小北约”雏形，也是亚太地区新一轮“联美防中”安全与战略调整重组的产物，以试图挤压中国在

东亚地区安全与外交的战略发展空间。

综上所述，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东亚地区以美国为主导的军事联盟体系不断被强化巩固，

同盟国利用美国所谓制衡中国的实力和能力及意志力，使东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正逐步形成以“盟友导向

型”的错综复杂关系，而不是简单化“国家导向型”的行为体关系。特朗普执政以来继续奉行奥巴马政府的亚

太“再平衡”政治遗产，进一步强化东亚的同盟政治体系，形成以美国的盟国和安全伙伴为基础的“联盟阵营

化”趋向，标志着近年来东亚地区“同盟政治”的发展新阶段，并达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历史演变新高度。

二、以合作共赢的东亚命运共同体化解周边安全困境

当今国际局势乱象丛生、复杂多变，当代中国不仅须在世界形势乱局中继续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与核心

利益，并且还要在国际体系变革中有力提升我国的地位影响力和全球话语权及制度性权利。今天的中国正处于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时期。奥巴马政府在执政末年继续强化“亚太再平衡”战略，为美国在

亚太地区持续扮演领导角色留下一笔“外交政治遗产”，新当选总统特朗普以强硬霸权姿态保持美国在这一地

区拥有的绝对优势和战略利益。中美大国关系的紧张造成地区安全困境越发凸显或不确定性，美国及盟友在

中国周边制造麻烦不断，中国的东海与台海及南海面临着此起彼伏的紧张安全局势。为此中美关系受到相互信

任的困扰，大国之间的战略互疑与对抗因素剧增，其互动应对主要聚焦于东海和南海海洋权益争端的安全困境

中。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主要源自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从学理的维度看，中国崛起的不可逆性和美国

坚守大国的遏制心态，并非必然带来大国间零和博弈和军事冲突以及走向战争灾难，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内在

逻辑关系。大国关系可以通过新理念新思路缓解结构性矛盾，解决零和博弈，管控分歧冲突化解安全困境。

中国作为经济崛起的大国，如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阐述自己的外交政策新理念和新思路，怎样突破他国政

治集团的“他者是敌手”冷战思维束缚，逐步改善化解国际关系和构建地区安全秩序，这就为中国周边外交的

思考和研究提出新领域和新命题。崛起的中国面临着地缘政治现实的挑战，在遏制与互信之间，在冲突与化

解之间，在零和与共赢之间，中国的对外战略究竟是什么样的选择，已成为当今世人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一

个大国的外交理论一般是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经验积累中形成的，它体现的是这个国家对自身以及自身与

世界的关系的理解程度和深度。大国的外交理论毫无疑问首先反映了按照自己的立场、价值对外部世界的理

解，这种理解进一步在其与外部世界的经验中不断调整，并上升为原则来指导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1 。中国

需要依据国家实力和政治智慧及成功经验，制定东亚地区安全秩序，向周边国家传递和睦、合作、和谐的信息

与声音，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中国政府多次倡导主张的新思维和新愿景。习近平主席在多次国际场合提出树立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从2015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的主题“亚洲新未来：迈向

命运共同体” 2 ，到2015年9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提出“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 3 ，2015年9月28日第70届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倡导的，“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

系，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4 2017年1月习近平在日内瓦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旨演讲中

提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中国的方案是：构建人类

1  苏长和：《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度阐释》，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

2 《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人民日报》，2015年03月29日。

3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09月04日。

4 《携手共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0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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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1 。由此可见，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外系列峰会上系统阐述了命运共同体的主张，

形成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的总路径和总布局：“倡导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

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明交

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2 。“从性质上说，命运共同体意味着构成这一群体的成员之间不

是你死我活、彼此消长的对抗关系，而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你发展我受益、我发展你受益的共生共赢

共发展的关系，是一种‘合则两美，离则两伤’的关系” 3 。命运共同体关系到地区安全秩序和国家安全战略

趋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中国的大国外交宏大志向和使命责任。

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与地区秩序紧密相关，一个和平和睦和谐的东亚安全秩序观是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

的必然逻辑和秩序基础。每一个时期的国际秩序和地区秩序都集中体现为那个特定历史年代由最有实力和影

响力的大国在对世界格局作出基本判断基础上，依据政治力量的对比和配置对国际秩序进行重新整合的方

式方法和手段能力。大国的实力和能力决定着地区和国家之间的秩序平衡，它是各种力量与实力板块之间较

量平衡的必然产物。世界是由各个区域秩序的不同结构模式组合而成的，东亚地区是世界大国的聚集地带，

全球大国与地区大国、域内大国与域外大国、新兴大国与坚守大国矛盾冲突深刻，历史问题与现实分歧并存，

利益交织与合作方式复杂多变，在东亚这样一个矛盾复杂多样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构建地区安全秩序是漫

长历史进程任重而道远。

无论是美国的东亚同盟政治，还是中国的东亚共同体建设，作为两个思维方式和核心理念完全不同的地

区秩序体系，从政治秩序观的性质看，它们不是模式与制度之争，也不是大国权力转移下的霸权之争，争议的

分歧焦点就在于哪一个区域秩序格局更具有多元包容性，更能适应地区新的要素结构变革，并且能与时俱进

地确立新思维和新的领导方式。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了新态势与新变革中的新理念、新要素、新

特征，推动了国际秩序体系对不合理不公正的变革。打造政治互信、安全共享、经贸融合、文化包容的东亚命

运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及责任共同体。“以‘全球治理’为核心目标的世界秩序与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它既符合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秩序的基本需求，又需要中国为人类提供必要的公共

产品。 4 共同体建设是一个共生、共融、共赢的命运与利益及责任集于一体的体系或秩序，这就把东亚国家

间关系通过一系列基本规则、行为准则和制度规范整合连接为一体，使东亚地区走向和谐共赢的共同体建

设。崛起后中国坚持的大国外交基本原则是，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中国在国际关系领域的

思想创新，并奠定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基石。新中国成立初期50年代中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改革开放的中国履行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21世纪崛起的中国与世界各国再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新

路。中国传统“合和意识”的政治文化，为当代大国外交思维的东亚和谐共生观与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底蕴

与政治智慧。合作共赢的大国外交之道主要体现为：共生秩序之道，政治合作之道，安全共享之道。以合作共

赢的东亚命运共同体化解中国周边安全困境。

第一，树立“合和意识”为聚焦的共生秩序观新思路，建设和谐、和睦、合作的东亚命运共同体。打造人

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思想上的奇思妙想，而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滋养基础，有着中国外交和平发展的坚实基础

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纽带深厚，血脉深远。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绵延博深，统一与和谐、和睦与秩序是

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格局。“传统东亚秩序是一个共生体系或秩序，地区内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均能在这一

体系中找到自己的适当位置，相互之间形成了处理彼此关系的一系列原则、规范、行为准则等” 5 。当代中国

的外交理念和价值体系，也是由“合和文化”为底蕴生成、以“和”与“共”词语为内核不断拓展延伸的新思维

1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年01月25日。

2 《2015，中国外交的全面推进之年》，《环球时报》，2015年12月14日。

3  王泽应：《命运共同体的伦理精义和价值特质论》，载于《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4 《从西方秩序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汇报》，2016年01月22日。

5  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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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思路。如“和平共处”、“和衷共济”、“和谐共生”、“共建”、“共商”、“共享”、“合作共赢”、“命运共

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等等。由此可见，以“和”为根基的“共同意识”作为一条主线和核心

命题贯穿于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之中，并且与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异曲同工、相

辅契合。“共生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一种存在形式，他有别于‘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对抗式、零和冷战思维，

也不同于赢者通吃、互害的实践模式。共生是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底色” 1 。这也是国际社会和国家之间寻求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探索国家与国家间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基本准则。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是时代赋予国家

的核心主题，需要更多的国家汇聚共同的国家意志和合作意识，在不断推动矛盾冲突的化解和领土争端的解

决过程中，逐步延伸共生秩序的蕴涵和范畴。共生和谐与共生秩序并非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而是当代大

国对外关系中的现实选择，是赋予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在国际秩序构建上获取更多的理论资源。历史上每个

时期的国际秩序格局，一般都集中体现和反映世界主要大国集团，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领导驾驭能力与

平衡智慧。中华民族的传统政治文化凝聚着两千年来独特的思维方法，其独特性表现为“大同”理想，仁者爱

人，众缘和合，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共生共荣。在当今崛起的中国秉承中华和睦相处、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历史到现实，其核心始终把握围绕着一个“和”字绵延流长，这

种推陈出新的“和合文化”构成了“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深厚文化底蕴。以理性与智慧取代冷战思维的丛林法

则，以文明协调方式和开放包容心态化解争端、携手合作。把天下观与整体观、理性治理与协调智慧结合一

体，才能实质性推动中国所倡导的东亚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进程。因此，今天的中国与

东亚地区的关系是：命运与共、利益与共、责任与共。

第二，建设伙伴关系的政治合作观新思路，承担大国责任维护地区政治安全秩序的公正合理，使东亚国

家在共同体建设中享有更多的发展繁荣和安全尊严。伙伴关系首先是建立在信任与认同基础上的关系，主张

利益和价值的互补性。纵观历史，战略互信历来是大国关系的稀缺资源，信任的缺失也是国家之间进行合作

的主要障碍。由于权力政治依然是当今国际关系的本质，中国崛起的进程和西方世界总体实力的相对衰退，导

致国际权力结构和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带来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结构性矛盾。从奥巴马政

府宣称“美国继续领导百年的世界秩序”，到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竞选中把美国未来的目标定位为：“让美国再

次伟大”，美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与中国的“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梦”是什么

关系？是取代零和关系还是互利双赢战略，这不能不是我们面临的严峻且重大的现实问题。美国在政治上秉

持美国的价值体系和价值理念；在安全架构上维护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美国著名学者米尔斯海默认为，在

中国崛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谋求取代美国领导地位，美国必须应对” 2 。但是，今天的世界

格局早已经摆脱了大国集团政治的漩涡，世界的主题向和平、发展、合作转型。为适应时代发展变化，初级版

的全球化需要转换升级，现代版的国际秩序需要变革完善。中国政府在多种场合郑重提出建立“合作共赢的

新型国际关系”，建设“新型伙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为了着眼于培育新的增长点和发展战

略支点，积蓄活力与激发潜能，用发展助推繁荣与合作及安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全球治理需要

制定规则行为和共同秩序的过程，以更加包容与开放的秩序理念和基础框架，最大限度的容纳和融合我们这

个时代所需要的多元文化理念，以及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遵循国与国之间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

异也是伙伴的基本原则。最重要的就是需要建立国家彼此之间的战略互信关系，并且逐步培育信任和共识的

基础。中国秉承更富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其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中要么选择军事同盟，要么选择对

立对抗的二元关系，是“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新道路。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地扩大提高，他已从国际

体系边缘化角色走向深入参与国际体系阶段，并逐渐演进到塑造国际体系的新阶段，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生成

1  苏长和：《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度阐释》，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期。

2  傅莹：《维护国际秩序 大国间应培育信任增加包容》，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1026/c1002-

   288093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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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范的空间不断拓展。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是以伙伴关系的身份和行为来塑造影响国际秩序的变革历程。

第三，营造亚洲各国的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新型安全共享观，构建地区安全与

合作新架构，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安全共享观”内涵丰富且蕴意深刻，谋求崛起大

国外交的中国特色之道。维护和平发展与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和遵循的

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之源和践履之本。其主张以协商对话和沟通协调的和平方式，处理

和解决国家之间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以沟通化分歧、以对话增信任、以协商求共识、以安全促发展。

在东亚地缘政治现实中存在两种安全思路。一是与大国联盟寻求安全保障，你的绝对不安全才是我的绝对安

全，这一思路的后果带来恶性循环，彼此存有戒心和防备。二是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思路，即“安全共享”谋

求的是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与可持续安全。其超越了传统的对抗性、军事性以谋求绝对安全的同盟

理念。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造成其他国家的不安全和不稳定；一部分国家的安全不能带来另一部

分国家的不安全和不稳定；更不能以损害乃至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为代价，以谋求自身和联盟体系的绝对安

全。 1 当下国际政治安全格局动荡多变、意外逆转、乱象纷呈。地缘政治博弈多线推进，热点问题交替升温，

恐怖势力扩散蔓延，世界仍然笼罩在安全困境之中。“战略不安全感已经成为一种极为严峻的生活现实，其严

峻程度是如今愈发脆弱的人类从未经历过的” 2 。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面临着稳定与动荡、合作与冲突、变革

与保守的抉择。面对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国在亚洲究竟如何发挥崛起大国的引领作用是世人更加关

注的焦点问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要为亚洲的经济增长繁荣提供引擎动力，而且有为亚洲的和

平稳定提供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以合作共赢突破亚洲地区的安全困境，通过建立亚洲命运共同

体彰显中国对亚洲国家的担当和责任意识。2016年中国外交攻克难点，筑牢支点，打造亮点，应对热点，维护

了整体稳定合作的中国周边地区环境。中菲关系的全面改善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与合作共赢的典型案例。

由于菲律宾前政府对华关系采取对抗对立政策，使中菲关系不断恶化跌入低谷。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选

择了对华友好，中国政府也积极向菲律宾伸出友谊之臂与合作之手，双方就全面改善发展中菲关系达成重要

共识，推动南海问题重回对话协商解决的正确轨道。使那些利用南海问题造成地区不稳定的图谋破产，也为

中国与周边国家进一步深化合作共赢扫除了障碍。

三、“一带一路”是构建合作共赢发展之盟的战略选择

在国际体系经历深刻转型和重大变革的当今时代，“一带一路”倡议唤醒了古老丝绸之路的生机活力，凝

聚着平等互利国际合作模式的标志性价值理念。其以中华文明的“和合”文化精髓为精神依托，以中国崛起

和国内治理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基础，彰显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新型驱动力和大国特殊责任意识。“一带一

路”倡议意味着中国外交视野更为开阔，外交手段更为丰富，对外交资源利用的宽度、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更大

的拓展，拥有更为丰富的战略组合” 3 。若以传统视角观之，二战以来，美国以雄厚的军事实力与同盟体系维

系着世界安全稳定，并视为国际公共产品最大的供应者。那么“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成为中国向国

际社会提供跨区域、跨领域、跨价值观这一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地缘政治现实，如同每

个国家需求安全稳定环境一样不可或缺，是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的纽带和桥梁，是人类社会历发展的必然产

物。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一带一路”其厚重的历史背景，及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深远意义进行全新的战略

解读和战略考量。

其一，“一带一路”是中国正在崛起进程中，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是在

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的背景下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

1  参见杨鲁慧：《中国崛起的特色大国外交》，载于《理论探讨》2016年第4期。

2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动荡时代的战略不安全感》，《环球时报》，2017年01月03日。

3  胡宗山、鲍林娟：《“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外交新动向》，载于《青海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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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国已同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中国

发起成立的亚投行已有57个国家参与并且开业运营，取得了良好的开端和发展趋势，丝路基金首批投资项目

顺利启动。这些开放的并凝聚合作共赢的国际金融新机构，增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含金量和政治影响力。

2016年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欢迎“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并得到193个会员国一致赞成。“一

带一路”沿线包括65个国家，总人口45亿人口，占全球63%，22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大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水

平较低，有着很大的经济繁荣的提升空间。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国际产能合作、经贸

合作，发展国家工业化道路，推动沿线国家经济的繁荣发展，并将持续给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全方位合作带来

历史性机遇。“一带一路”以周边国家为重点，实现地缘经济的互联互通，构建开放的大地缘经济网络，本质

上是一种新型的发展合作共赢关系。建立各个国家共同协商、共同建设、共享成果、平等参与的新型合作关

系。“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核心内涵。不仅致力于全方位推进

经贸务实合作，还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以及责任共同体。中国积极履行全球性大国的使命

和责任，维护现有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在联合国和金砖国家机制以及二十国集团等国际机制和国际组

织中发挥核心主体作用。“所有这些均与国际规则或机制密切相关，都涉及全球治理的不同维度” 1 。这一切

无疑将带动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和巨大的变化，为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增添了正能量，体现了

崛起中国对国际政治经济合作与全球治理模式创新的责任担当。

其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经济全球化进入负面因素积聚、反

全球化思潮和全球治理领域出现思想混乱的背景下提出的。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错综复杂且不确定因素层

出不穷，全球治理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日趋加大。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逆全球化”力量甚嚣尘上，贸

易保护主义抬头，西方推崇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经济治理模式和信誉荡然无存。其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它不能

解决由于全球化不断深入，使得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条发生变化带来的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资本技术收益

和劳动力收入形成的“剪刀差”，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年复一年扩大，造成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

思潮泛滥，并且在选举政治中扮演主流角色。其结果不仅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生态和社会架构，而且这些国家

的政治环境又将决定和影响全球化的未来走向。英国公投脱欧，美国特朗普神奇胜出，法国、西班牙等国右

翼政党和激进势力乘势而起，并且走向选举政坛宣示纲领主张扩大政治影响力，为未来国际政治格局增添复

杂性和新的变量。“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治理问题成为又一个重要国际话题。在这

种局面下，世界期待中国有所作为” 2 。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积极承担全球大国的责任，共建“一带一

路”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其目标定位不仅为中国谋求国家地缘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更重要的是

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和勇于大国担当，以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理念积推进全球治理变革，促进国家利益和地

区利益及全球利益共同协调发展的大战略。在对“一带一路”做出更为深刻的战略考量、更符合时代发展趋

势的战略思考基础上，积极推动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顶层设

计，“共商共建共享”准则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宗旨，也是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基本理念。其倡导

开放性和包容性，协商共识、各尽所能、利益互补、成果共享。其根本目标“不仅是激活本国的经济，而且要

与国际社会一起改变全球经济发展不景气的现状，创造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环境、新机遇” 3 。充分体

现了不同类型国家参与全球化的政治诉求和利益关切，以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与合理，不断发展完善

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

其三，“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以发展中大国的双重角色身份承担国际责任，向世界各国提供的国际公共

产品，是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具体展示，也是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理性选择。解读和考量“一带一路”

1  张宇燕：《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9期。

2 《充分认识当今世界格局新变化》，《人民日报》，2017年01月03日。

3  蔡拓：《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问题与新关切》，载于《学术界》201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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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从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来把握认知其深刻内涵。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开始对政府职

能、公共政策和公共财政等新命题深入研究，公共产品概念逐步被世人所关注和重视，并逐步演化发展成为

现代公共政策的核心范畴。“公共产品主要是为基本满足公共需求，依托公共权力和通过共识与非对称性合

作实现再生产的公共利益性物品。主要缘于公共物品与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之间的本质联系，旨在从主观性

与客观性，经济性与政治性、社会性，以及供给与需求相互联系统一的视角揭示公共物品的根本性质” 1 。全

球公共产品涵盖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既有物质层面的财富与资金，又包括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方面的组织

机构与机制，还涵盖新型发展理念和引领社会发展前沿的价值观念。只有不断推出这些更多更有效率的国际

公共产品，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诸多问题才能得到有效地改善和解决。大国塑造与公共产品的国际责任观，

从根本确立了大国的特殊贡献论，而不是传统思维的大国权力博弈论。中国双重基本身份的定位，要求把推

动本国经济发展繁荣与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结合起来。中国作为被世人瞩目的崛起新兴大国，“一

带一路”倡议的准确定位应是具有更多的公共性。既要考虑本国自身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也要战略

考量国际社会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更多的期待。从“一带一路”的本质规定性上看，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外

开放战略，是摆脱了国家中心主义的束缚，赋予了“一带一路”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特殊属性。目前全球治

理面临着严峻挑战及困境，特别是日趋蔓延的全球性问题造成人类社会的不可持续性，究其根源是由于全球

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短缺所导致，更多的国家是抱有“搭便车”心态。因此，崛起的中国，具有大国意识和大

国情怀及大国责任的强烈意愿，也期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提升话语权和制度性权力；国际社会也期待中国积

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并且能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国家意志与国际社会要求期待的双重因素叠

加，就成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为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的理性选择，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也是中国

积极推进全球治理变革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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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ast Asian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the Union of Win-Win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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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eaceful r ising power, China attracts worldwide attentions. But there are still no common values 
and institutional norms of the polit ical center in the East Asian Geopolitics, and some great powers are keen to 
build alliance politics and alliance orders on the basis of confrontation. China Construct the East Asian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 iny, whose aim is to build new kinds of par tnership relat ions with a more extensive win-win 
cooperation, which i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law of the jungle recommended in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major-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mbodies the way of Symbiotic order, the way of political 
cooperation, the way of secure sharing, which can resolve China's neighboring security dilemma by win-win East 
Asian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The superposition of China’s will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expectation 
br ings new st rategic concerns and considerations to China’s par t icipa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 It is a rat ional 
choice for China to provide more public goods for the world through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it also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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